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19 年第 4 期
青少年与社会发展

第 38 卷( 总第 203 期)

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现状及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 4 所高校的调研

■ 张 帆 程 旺
(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摘要】对上海 4 所高校的调研发现，从整体上讲，高校学生群体的网络理
性素养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也存在对网络舆论和网络谣言规制相关法律法规

了解不详、“辨真的习惯”弱于“辨真的能力”、“人格异化”倾向重于“群体极
化”倾向、对整个网络空间健康的责任感偏弱等问题。进一步分析发现，学历
层次、信息内容偏好、信息搜索偏好、有无参与过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等均会
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产生影响。应加强网络舆论、网络谣言规制相关
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注重科学精神和社会见识的培养，引导其对权威信息的

搜索偏好，并加强网络责任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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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 年的“PX词条保卫战”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激起层层波澜:茂名 PX事件发生后，清华大学化工系学生发现，百度百
科中对 PX的描述由原来的“低毒”被人恶意篡改为“剧毒”。了解 PX为“低毒”属性的清华学生们坚决反对词条中不负责
任的“剧毒”描述，于是一场“词条捍卫战”在网上随即展开，历经 6 天共 36 次交手，最终 PX词条被锁定在“低毒化合物”的
客观描述上。清华大学化工系近 10 名学生以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捍卫了科学的公正性，还普通民众以客观事
实，还网络空间以清朗正气。

②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 6． 88 亿，按
年龄结构划分，“20 － 29 岁”年龄段占比最高，达 29． 9% ;按网民职业划分，“学生群体”规模最大，占 25． 2% ( 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 / /www． cac． gov． cn /2016 － 01 /22 /c_1117860830． htm) 。虽然
无法直接从上述数据中计算出高校学生的互联网使用率，但就网民结构的“年龄段”和“职业”占比数据推断，高校学生的
触网率应该相当高。赵联飞也曾做过估算，80 后群体的触网比例应在 73%以上。现阶段的高校学生群体均为 95 后，是互
联网高速发展大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加之高校上网设施获取的便利性，可以推测高校学生的触网率远远高于 73% ( 赵
联飞:《80 后网民的个人传统性及现代性》，载《青年研究》，2012 年第 5 期) 。

“PX词条保卫战”①体现出清华学子的专业素质和网络理性素养，赢得社会各界的一致赞
誉，但这究竟只是一个个案，还是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具有普遍性? 作为网民构成中学历层次高、
触网率高②的群体，高校学生所拥有的专业素养和网络理性素养将成为维护网络世界客观公

正、引导网络舆论理性延伸的重要因素。因此，高校学生的网络理性素养水平究竟如何? 哪些
因素会对高校学生的网络理性素养产生影响? 在国家连续打击“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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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等相关法规出台的大背景下，高校在提升大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方面又能采取哪些行动?
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

一、相关概念界定

关于“网络理性素养”，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理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研究命题，其
中最经典的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论。韦伯认为人类理性可分为价值
理性和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即有意识地对某一特定举止无条件的纯粹信仰，它不以个人功利为

目的，为了追求美德的、审美的、宗教的或其他固有价值目标甚至可以牺牲眼前的利益; 而工具
理性则是以个人功利为目的，选择有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所争取和考虑的［1］。从价值理性和工
具理性的涵义来看，“网络理性素养”更是一种价值理性。
在 CNKI中输入主题为“网络”并含“理性”，搜索出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着网络言论理性、

网络道德理性、网络行为理性等方面，尚无直接针对“网络理性素养”的研究。本文试图在现有
文献的分析基础上，明确网络理性素养同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界定“网络理性素
养”的内涵，并开展进一步研究。
学者们认为网络言论理性是网民在理性思维指导下所发表的客观真实、公正无私、认真负

责、爱国守法的言论或评论［2］，但通过对新浪新闻网民跟帖评论的分析，张梅贞等认为，网民的
网络表达呈现非理性及情绪化特征［3］，要消除网络民意非理性表达的负面影响，需要政府及时

发布权威信息以消除谣言传播，需要公共媒体呈现多元话题与观点以避免群体极化，需要公民

自觉培养公民意识，以理性的表达与策略性妥协达成共识［4］。对于网络道德理性的研究，暴占
光认为，道德理性是指道德主体分析道德情境，进行道德推理，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的理性能

力，但网络的传媒形式、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网络的空间虚拟特征都在影响着网络道德理
性［5］，需要加强网络公民意识［6］和道德教育［7］的引导。部分学者还研究了网络行为理性，把网
络平台上，具有盲目性、恶意性以及危害所在区域稳定性的行为称为网络非理性行为［8］，并分析
了网络行为失范的生成机制［9］、主要类型和危害［10］，提出以构建理性认知、理性情感和理性意
志为主要实践策略的网络理性构建模式［11］。从文献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言论理性、道德理
性，还是行为理性，其核心内在支撑实质上就是网络理性素养，这是由后天的知识积累、长期的
专门训练与实践而获得的一种意识和能力。
网络理性素养与网络素养、网络信息素养有何区别? 网络素养调研情况与概念最初由麦克·

库劳于 1994年提出，库劳认为，网络素养是个体了解、获取及有效利用网络信息、网络资源的一种
能力。随着网络运用的不断发展，以及研究视角、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对网络素养内涵的定义也逐
渐从单一技术层面发展到包含网络自我发展、网络社会协作和社会参与、网络安全保护等多维度
的综合能力层面。学者们对网络素养形成了基本共识，即网络素养是个体适应网络时代所需的基
本技能、基本能力和基本网络伦理规范的大综合［12］。关于网络信息素养，有学者将网络信息素养
定义为个体对网络中信息资源的理解、把握以及批判的能力［13］，也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定义网络
信息素养，即除掌握信息获取、选择、表达及交流等技能外，还包括拥有独立学习的态度和方法，及
在信息社会中应具备的责任与道德［14］。从概念的内涵定义可以看出，网络素养、网络信息素养、
网络理性素养这三者中，网络素养的内涵最为宽泛，网络信息素养和网络理性素养是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网络信息素养与网络理性素养之间，网络信息素养侧重于在网络世界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更强调一种操作能力，而网络理性素养则侧重于促使网络世界的健康发展，更强调一种价值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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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现有文献分析及概念对比，文中对“网络理性素养”的内涵界定如下: ( 1) 网络理性素
养是一种价值内化，它内嵌于个体在网络世界中获取、评价、利用、创造和传播信息的全过程;
( 2) 网络理性素养是可后天习得的，可通过长期的、有意识的训练与实践而获得; ( 3 ) 网络理性
素养由对网络世界的基本认知、网络信息辨别能力、网络理性参与能力和网络维护责任性等 4
个主要维度构成。以下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实证研究也将从这 4 个维度展开。

二、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调研情况与现状分析

( 一) 问卷设计

为清晰了解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现实水平，本研究围绕网络理性素养的 4 个维度编制
了“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现状调查问卷”。其中，“对网络世界的基本认知”维度主要调研高
校学生是否清楚地了解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区别与相互影响，以及是否知晓我国网络舆论、
网络谣言相关的法律法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维度主要调研高校学生对网络信息是否具有
辨真的习惯( 个体对网络信息是否始终秉持独立的质疑精神和辨别意识［15］) 及辨真的能力( 个

体对如何甄别网络信息真假、进行信息考证的基本方法、技能或渠道的掌握程度［16］) ; “网络理
性参与能力”维度主要调研高校学生在网络舆情中是否存在群体极化( 群体意识对个体决策产
生影响，从而使某种观点或态度得以强化，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观点或态度。群体极化尤其会
对错误的判断及决策产生放大效应［17］) 和网络人格异化( 在网络亚文化的影响下，个体在网络

空间中所塑造的人格特征与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格特征不相一致，甚至反差强烈［18］) ;“网络维护
责任性”维度主要调研高校学生对自己所传播信息的责任感，以及对维护整个网络空间健康的
责任感。调研问卷包含 6 个背景变量问题及 16 个网络理性素养现状调研问题。
( 二) 调研实施

调研选取上海 4 所不同学科背景的高校，采用分层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
调研问卷 600 份，依学历层次进行分层抽样，本科生 528 份，硕士生 62 份，博士生 10 份; 依性
别、学科专业随机抽样。经审核及数据清理，共获得有效问卷样本 584 份。在有效样本中，本科
生 519 名、硕士生 56 名、博士生 9 名，本、硕、博的样本比例为 57． 6∶ 6． 2∶ 1，基本符合当前我国
高校学生的学历层次比例①;男生 308 名，女生 276 名;文学 39 名，理学 43 名，工学 147 名，管理
学 174 名，经济学 181 名。
( 三) 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的直观印象

以下对“对网络世界的基本认知”、“网络信息辨别能力”、“网络理性参与能力”、“网络维
护责任性”等 4 个维度进行描述，以获取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的直观印象。
“对网络世界的基本认知”和“网络维护责任性”两个维度，调研数据以百分比形式呈现;而

“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和“网络理性参与能力”两个维度，采用态度量表测量，分别赋值“非常同
意”= 10、“基本同意”= 8、“一般”= 6、“基本不同意”= 4 和“非常不同意”= 2，通过量表的平均
分及标准差分析来描述高校学生群体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和“网络理性参与能力”。这里需
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文中选取“群体极化”和“人格异化”来反面表征网络理性参与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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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能在网络上查阅到的统计数据为《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该公报显示，2011 年全国在学博士生 27． 13
万人，在学硕士生 137． 46 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 2 308． 51 万人，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在校生平均规模为本科学校
13 564人，高职( 专科) 学校 5 813 人(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数据处:《2011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 / / old．
moe． gov． cn / /publicfiles /business /htmlfiles /moe /moe_633 /201208 /141305． html) 。虽然没有直接的全国在学本科生规模数
据，但通过上述数据的粗略换算，2011 年全国在学本科生规模在 1 615 万人左右。因此，2011 年全国在学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的学历层次比例在 59∶ 5∶ 1 左右。



此，“网络理性参与能力”维度的测评分值越高，表明其网络理性参与能力越差。
1．具有一定的“基本认知”
对于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区别与相互影响关系，有 73． 97%和 24． 48%的学生表示

“非常清楚”和“比较清楚”，但对于我国网络舆论、网络造谣相关的法律法规，仅 5． 65% 的学生
“了解较多我国网络谣言的相关法律法规”，90． 41%的高校学生表示“知道网络造谣会触犯法
律，但对相关法规了解不多”。李一在对网络行为失范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结论［19］，但对比其
2007 年的调研数据，发现随着网络传播的发达和媒介宣传的推动，高校学生对网络舆论、网络
造谣方面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还是有所提升的。

2．在“网络信息辨别能力”维度上，“辨真的习惯”弱于“辨真的能力”
这不仅表现在“辨真的习惯”平均分 7． 187 低于“辨真的能力”平均分 7． 362，并且在个体趋

同性上，“辨真的习惯”标准差 4． 2512，明显大于“辨真的能力”标准差 3． 0785。高校学生接受
了十数年的科学教育，也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他们了解辨别真伪的基本准则，也能够通过自身

的学习能力和信息搜索能力，获取辨别真伪的相关信息;他们知道该“如何”去辨别真伪，“辨真
的能力”相对较强，但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使高校学生缺乏批判精神和质疑意识，他们不知道
“应该”去辨别真伪，“辨真的习惯”相对较弱。

3．在“网络理性参与能力”维度上，“人格异化”倾向重于“群体极化”倾向
这不仅表现在“人格异化”平均 5． 943 分高于“群体极化”平均 5． 58 分，而且在个体趋同性

上，“人格异化”标准差仅为 1． 8474，表明大部分高校学生都存在“人格异化”倾向。高校学生
“群体极化”倾向相对偏轻，这源于长期接受的科学教育以及当今社会对独立精神的日益推崇，
使其更能保持对自我意识的坚持，削弱群体意识的影响; 但高校学生群体所处的年龄阶段和社

会阶层决定了他们承受着来自学业、就业、生活、情感甚至家庭等诸多方面的矛盾与压力，他们
在网络世界中寻求的抚慰与释放，与现实世界中的压力和无助之间的不可调和，表现出“人格
异化”的倾向偏重。

4．对自己所传播信息的责任感强于对整个网络空间健康的责任感
96． 57%的高校学生表示“会对自己所传播的信息负责”，只有 3． 42%的学生表示“常常会
凭自己的情绪发布或转发信息”;而对于“发现别人有不当言论或激进观点时”，88． 70%的高校
学生“会认为他们不对，但一般也不会主动站出来据理力争”，只有 11． 30%的选择“会主动站出
来指出其错误”。责任性维度的调研结果说明，大多数高校学生还处于“管好自己就好”的阶
段，尚未形成维护整个网络空间健康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因此，加强对高校学生网络参与责任感

和责任意识的培养，也是提升其网络理性素养的重要对策之一。
( 四) 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影响因素分析

素养既然可后天习得，那么影响素养形成与提升的因素就很重要。本文除直观描述高校学
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现状外，还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由于网络信
息辨别能力和网络理性参与能力是网络理性素养最核心的两个维度，因此，本文只对这两个维

度进行相关影响因素分析。调研问卷设置 4 个相关影响因素:学历层次、信息内容偏好、信息搜
索偏好、有无接受过专门的素养训练或教育。根据这 4 个因素对高校学生网络信息辨别能力、
网络理性参与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从中获得启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高校

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对策建议。
1．学历层次
对调研数据进行分学历层次( 博士 /硕士 /本科) 对比发现( 见下页表 1) ，随着学历层次的提

升，高校学生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有显著增强。无论是“辨真的习惯”，还是“辨真的能力”，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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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生均显著强于硕士生和本科生，硕士生又强于本科生。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高校学生的网
络理性参与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其中，博士生的“群体极化”较为显著地弱于硕士生和
本科生，“人格异化”一定程度上弱于硕士生和本科生;硕士生在“群体极化”和“人格异化”上与
本科生无显著差异。一方面，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学生所接受的科学精神培养与研究能力训
练在不断深化，特别是博士、硕士阶段，学生往往需要就一个没有标准答案或者目前根本还没有
答案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一过程极大地训练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及研究能

力，从而有效提升了其网络信息辨别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博士、硕士的社会实践和社会见识不
断加强，他们的网络理性参与能力也获得了提升。

表 1 影响因素分析:学历层次

背景变量

网络信息辨别能力

辨真的习惯 辨真的能力

分值 值差分值 值差分值

网络理性参与能力

群体极化 人格异化

值差 分值值差

本科生 7． 156 － 7． 329 － 5． 584 － 5． 942 －

硕士生 7． 330 － 0． 174 7． 509 － 0． 18 5． 579 0． 005 5． 947 0． 005

博士生 7． 875 － 0． 545 8． 083 － 0． 574 5． 417 0． 162 6． 000 0． 053

2．信息内容偏好
王正祥在研究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时，认为“不同的媒介内容消费是

最重要的媒体影响因素”［20］。文中将背景变量“信息内容偏好”设置为新闻性内容 /娱乐性内
容①，数据分析发现( 见表 2) ，信息内容偏好选择“新闻性内容”组，其网络信息辨别能力较为显
著地强于“娱乐性内容”组，但“新闻性内容”组和“娱乐性内容”组在网络理性参与能力上的差
异不显著。正如王正祥在其研究结论中阐释的②，由于偏好“新闻性内容”信息，使得这些学生
更加深入接触到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甚至一些负面信息，导致其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不信任，

这种社会不信任进而使其对各种信息都抱有质疑的态度，较为显著地影响了他们“辨真的习
惯”。又由于偏好“新闻性内容”信息，使其更了解权威信息的来源途径及呈现形式，因此“辨真
的能力”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势。

表 2 影响因素分析:信息内容偏好

背景变量

网络信息辨别能力

辨真的习惯 辨真的能力

分值 值差分值 值差分值

网络理性参与能力

群体极化 人格异化

值差 分值值差

“娱乐性内容”组 7． 091 － 7． 307 － 5． 593 － 5． 948 －

“新闻性内容”组 7． 211 － 0． 12 7． 376 － 0． 069 5． 577 0． 016 5． 942 0． 006

3．信息搜索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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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正祥在研究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时，将媒体使用内容划分为媒介新闻性使用、媒介娱乐性使用。本
文也采用这种划分，将信息内容偏好设置为新闻性内容、娱乐性内容。
王正祥研究认为，媒介的新闻性使用与大学生的社会信任呈负向关系，而娱乐性使用与大学生的社会信任呈正向关系。



王英在研究台湾青年学生非理性网络政治参与中提及，当服贸出现争议时，网络中第一时

间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懒人包”，这种由“信息饥渴效应”所导致的“懒人包”尽管充满了虚假信
息、扭曲信息、片面信息，但学生们还是很快被民粹主义、群体极化等极端情绪所挟持，在网络上
彼此串联、发布或疯狂转载各种消息，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探究事件真相［21］。出现这种现象，
一方面，源于权威信息谨慎求证后的“姗姗”发布，与人们对真相了解的急切心情之间的矛盾，
给非常易于获取的小网站“第一时间爆料”、朋友圈迅速分享的“内幕”留足了空间; 另一方面，
也源于网民自身的“信息搜索偏好”。本文将“信息搜索偏好”设置为易获性信息 /权威性信息，
有“易获性信息”偏好的网民更倾向于获取“懒人包”，而有“权威性信息”偏好的网民则相反。
通过调研分析发现( 见表 3) ，“权威性信息”组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明显强于“易获性信息”组。
同时，“权威性信息”组的网络理性参与能力也较“易获性信息”组强。可以看出，“信息搜索偏
好”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辨真的能力”“群体极化”的影
响显著。因此，引导高校学生形成对权威性信息的搜索偏好，也将是提升网络理性素养的对策
之一。

表 3 影响因素分析:信息搜索偏好

背景变量

网络信息辨别能力

辨真的习惯 辨真的能力

分值 值差分值 值差分值

网络理性参与能力

群体极化 人格异化

值差 分值值差

“易获性内容”组 7． 130 － 7． 290 － 5． 667 － 5． 984 －

“权威性内容”组 7． 307 － 0． 177 7． 512 － 0． 222 5． 402 0． 265 5． 924 0． 06

4．有无参与过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
虽然目前国内各高校还没有针对网络理性素养的专门教育，但部分高校已利用各类学生活

动或不定期专题讲座将网络理性素养教育渗透其中。通过对“有无参与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
动”背景变量的数据分析( 见表 4) ，“有参与过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组，其网络信息辨别能
力较“未参与过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组强，特别是“辨真的能力”差异较为显著，“辨真的习
惯”则差异不显著;同时，在网络理性参与能力上，“有参与过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组较“未
参与过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组强，特别是“群体极化”差异较为明显，“人格异化”差异不显
著。可以看出，目前的网络理性素养教育可以较为显著地提升学生“辨真的能力”，弱化其“群
体极化”，但对“辨真的习惯”和“人格异化”影响效果有限。

表 4 影响因素分析:有无参与网络理性教育相关活动

背景变量

网络信息辨别能力

辨真的习惯 辨真的能力

分值 值差分值 值差分值

网络理性参与能力

群体极化 人格异化

值差 分值值差

“无参与”组 7． 184 － 7． 317 － 5． 601 － 5． 946 －

“有参与”组 7． 200 － 0． 016 7． 502 － 0． 185 5． 516 0． 085 5． 937 0． 009

这一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专门的训练和教育往往最能快速提升能力，通过网络理性素养

教育，学生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如何去分析信息、从哪里可以获取权威的信息等，因而其“辨真的
能力”获得有效提升，“辨真的能力”得以提升后，学生能够查找到较为可信的证据支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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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随大流”式的追随大部分人观点的情况也相应减少，因而“群体极化”得以弱化。“辨真
的习惯”“人格异化”是一个长期而内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系统的训练才能得以提升或改善。因
此，实行长期而体系化的网络理性素养教育，也势必是提升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的重要

方法。

三、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的提升对策

针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现状中所存在的对网络舆论、网络谣言规制相关法律法规了解
不详、“辨真的习惯”弱于“辨真的能力”、“人格异化”倾向重于“群体极化”、对整个网络空间健
康的责任感偏弱等问题，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中获得的启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为高校网络

思政教育提供参考。
第一，加强对网络舆论、网络谣言规制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建立高校学生网络理性

参与的底线认知。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宪法、国家安全法、国家保密法、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条例、刑法、民法等相关内容为主体的四十余部有关网络舆情信息管控的法律、行政法
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22］，近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罪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法规及解释，
这一系列法律法规都与网络理性参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每一位网络参与人都必须遵守的

基本准则。但从调研结果来看，高校学生对这些法律法规条例等的了解程度还是比较少的，因
此，加强对高校学生网络舆论、网络谣言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与教育刻不容缓，高校可以通过组
织专题讲座、主题宣讲、学法宣传、对网络造谣事件的热点讨论等多种形式，牢固建立起高校学
生网络理性参与的底线认知。
第二，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和社会见识的培养，针对不同学历层次进行网络理性素养的分

层教育。随着学历层次的提升，学生的网络信息辨别能力、网络理性参与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
提升，这与其所受科学精神培养的不断深化，及社会实践和社会见识的不断加深有关。高校应
注重对学生科学精神及社会见识的培养，并且可以针对不同学历层次，进行分层的网络理性素

养教育:本科生的教育重点放在科学精神的培养上，通过开展各类学术科技竞赛、研究性课程论
文撰写等自主研究内容，培养本科生的研究能力及科学精神，从而有效提升其网络信息辨别能

力;硕士生本身的专业学习中已包含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训练，因此，可以将其网络理性素养教育

的重点放在积极鼓励在校研究生“走出去”上，通过开展各种社会实践( 实习) ，增长社会见识，
充分了解社会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发展性，从而帮助其提升网络理性参与能力;博士生无论在
科学精神的培养方面，还是在社会阅历、社会见识方面都有一定积累，但也因此容易产生观点桎
梏的问题，因此可以将针对博士生的网络理性素养教育重点放在培养其多角度全方位看待问题

上，可以定期组织博士生针对网络热点事件、当前社会问题进行探讨，让他们在不同思想的碰撞
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看待问题的视角，从而提升博士生的网络理性素养。
第三，引导学生对权威性信息的搜索偏好，并注重权威性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宣传。“信息

搜索偏好”对高校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因而引导学生对权威性信息的搜
索偏好，也是高校提升学生网络理性素养水平的对策之一。除可以通过开展专题讲座来让学生
了解“权威性信息”的获取渠道、辨明“权威性信息”与“易获性信息”各自的特点及区别外，还可
以有意识地建立一支学生意见领袖队伍，通过他们来及时搜寻并发布权威性信息，及时剖析并

拆穿“懒人包”的不实本质等，发挥出舆论引导作用和群体标榜作用。同时，高校也需要注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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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权威性信息的及时转发和广泛宣传，借鉴祝华新总结的网络舆论引导的几个技巧: ( 1 )
“实”，正面回应网络声音，事实是最重要的原则; ( 2) “快”，及时回应，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正确充
分地发布官方声音; ( 3) “信”，发挥“主场优势”，通过权威信息的发布，占领舆论主控权［23］。只
有做到了权威性信息的及时发布和广泛宣传，“懒人包”这类网络谣言的温床才能得以彻底
消除。
第四，加强高校学生网络参与的责任意识教育，使其切实肩负起网络“中坚力量”的责任。

作为我国网民构成中学历层次高、触网率高的群体，高校学生理应肩负起网络健康发展“中坚
力量”的责任，但从调研结果来看，大多数高校学生还处于“管好自己就好”的阶段，尚未完全形
成维护整个网络空间健康发展的强烈责任感，因此需要加强高校学生网络参与的责任意识教

育。一方面，可以通过相关案例来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网络公民意识，如“PX 词条保卫
战”、台湾服贸争议等，让学生意识到作为网民构成中的高素质群体，他们有必要、也有能力肩
负起“话语责任”，以主导网络舆论的理性延展;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多形式、多主题的网络热
点探讨，让高校学生在探讨中体验“积极参与”的价值，引导他们自觉将这些“积极”体验转化到
对整个网络空间健康的责任意识中，促使他们确实肩负起网络“中坚力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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